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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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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重庆缙云三峡库区 

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83) 

【摘 要】：涪江流域是三峡入库水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基于涪江流域出口水文站 1980～2018 年的日径流、

输沙率实测数据，从不同时间尺度分析水沙序列、水沙关系特性，并量化气象条件和人类活动两类驱动因素的影响。

结果表明：(1)年尺度上，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年输沙量呈显著下降趋势，以 1997 和 2012 年为转折年，呈典型

的三阶段特性；月尺度上，径流和输沙量主要集中在7、8、9月；日尺度上，径流和输沙的集中度指数分别为0.5、

0.91,表明“大水大沙”现象日益突出。(2)基于长时期序列的水沙关系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外界影响因子(a)呈显

著上升趋势，河流输沙能力因子(b)呈显著下降趋势；基于洪水场次事件的水沙环路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顺时针和

逆时针环路为两类主要的 C-Q 环路类型，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表明人类活动因素的增加和河流输沙能力的降低。

(3)人类活动因素是影响涪江流域水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径流和产沙量的贡献率占到 86%和 97%以上。以上结

果可为长江流域水沙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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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序列是观测得到的关于径流量和输沙量的非平稳离散等时间间距序列
[1]
,通过分析，有助于掌握序列的多时间尺度变化

特征、变化规律、突变点等；水沙关系则反映径流量和输沙量的内在联系，是流域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反映，

水沙关系变化研究可以为河流水文循环和河道泥沙沉积提供重要参考[2]。人类活动方面，水利、水保工程等能拦蓄地表径流、增

加地表覆盖，从而影响下垫面性质，调控流域水沙关系；自然因素方面，降水、入渗、蒸发等水文要素的变化能影响河川径流

和产沙过程[3,4]。水沙关系的建立需要对水沙序列进行特征分析，并合理分段[5],从而分析水沙规律和驱动因素，这对于流域水沙

运动、泥沙冲淤变化、生态安全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有重要意义。 

针对水沙序列基本特征，许多学者展开了诸多研究，包括如下 3 个方面：(1)趋势性，主要基于 Mann-Kendall 检验法检测

水沙的变化趋势及其显著性
[6,7]

;(2)阶段性，一般采用双累积曲线
[8,9]

,将研究期划分为不同阶段，水沙累积曲线的突变年份被认

为是不同阶段的转折点；(3)集中度，该概念最初被用来描述不同强度降水过程非均匀分配特征[10],后被引入到河流的径流泥沙

年内分配规律分析中[11,12],但一般用于月径流、泥沙量，很少基于日尺度来研究其集中分布情况。对于水沙关系的研究，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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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时期序列的水沙关系曲线分析和基于洪水场次事件的水沙环路曲线分析。其中，水沙关系曲线是一种评估河流水沙变化

的有效方法[13],需要通过公式 S=aQb(Q 为流量，S 为悬沙浓度)来体现，参数 a 和 b 是反映河流水沙变化指标[14],可分别代表人为

扰动的大小和水流挟沙能力的强弱
[15]
。在洪水场次事件下，水沙环路曲线(又称 C-Q 环路曲线)反映径流量和含沙量之间的峰值

滞后现象，许多研究[16～18]基于洪水场次下的水沙数据对径流-悬移质泥沙环路进行探究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水沙关系在机理分析

和定量分析方面的成果。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被证实是影响流域水沙序列和水沙关系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2,19,20]。为深入分析其驱动因素，Li等[21]对

全球 4307 条河流长时间序列下的水沙变化趋势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发现 71%的河流输沙量变化主要受灌溉、水库等人类活动的

影响，而径流量变化主要受气候变化(主要是降水)的影响；田清[22]对国内黄河、长江和珠江的水沙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人类活

动是三大河流输沙量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彭涛等
[23]

对长江干流的多年水沙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气候变化，流域输

沙量和径流量的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且影响逐渐增强。 

涪江是三峡水库的主要产沙策源地，也是嘉陵江(三峡水库泥沙的重要来源地)产沙量最高的一级支流。目前，由于人类活

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长江上游输沙量显著下降，三峡水库泥沙淤积也有明显变化[24]。本研究拟对涪江流域水沙序列进行分析，

构建多年尺度水沙关系曲线，探讨典型洪水场次下水沙环路曲线的特性，并分析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从而加强对长江上游水

沙变化规律的认识，为三峡未来入库水沙的变化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涪江是长江上游嘉陵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黄龙乡岷山雪宝顶，地跨 103.73°E～106.27°E、29.3°N～

33.05°N,集水面积约 36400km2,河长 670km,位于青藏高原东麓，形状狭长，流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流域属亚热带湿润性气

候，多年平均气温为 17.8～18.1℃,气温南高北低，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800～1400mm,其土壤种类丰富(包括黄壤和紫色土)、植

被资源丰富，上游山区有完整的植被垂直带，中下游地区以经济林木为主。涪江流域地理位置和气象、水文站点位置如图 1 所

示。 

从 20世纪 60年代起，涪江流域人口密度大，长时间滥垦滥伐，水资源减少，森林覆盖率大幅降低，到 80年代末，工农业

迅速发展，人类活动日益频繁，水土流失加剧，后来兴建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来蓄水减沙，包括天保工程(1998 年),退耕还

林工程(1999 年)和武都引水工程等。气候方面也有较大变化，年降水量呈下降趋势，气温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游地区气温显

著增加，中下游地区气温小幅减少[25]。在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共同影响下，涪江流域的径流和输沙特性发生了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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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涪江流域地理位置及站点示意图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涪江流域出口控制站-小河坝水文站，包括 1980～2018 年的日径流、日输沙率和降水量。该水文站建于 1951

年，位于重庆市潼南县，集水面积 28901km2,105°50′E,30°11′N,为嘉陵江支流涪江的主要控制站，属国家基本水文站，一

类精度流量站、二类精度泥沙站[26]。另外，流域内的气象站点包括平武站、中江站、北川站、安县站、江油站、梓潼站、苍溪

站、盐亭站、三台站、西充站、蓬溪站、潼南站以及安岳站等，气象数据包括降水、温度、风速等。 

2研究方法 

2.1 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 CI[27](Concentration Index)可以用来表征日降水量对于总降水量的贡献程度，本研究将集中度 CI引入径流泥沙中，

表示日尺度的年内径流、输沙量的集中分布情况。计算步骤：首先将年径流量按照等级划分(0～0.09 为一级，0.1～0.19 为一

级，…),然后统计出每个径流等级下的天数和径流量，接着计算各径流等级的累积径流量百分比(Y,%)和累积径流天数百分比

(X,%),输沙量计算也是一样。其中 Y、X符合以下的洛伦兹曲线分布： 

 

其中，a和 b值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计算得到。 

 

则该曲线下所包围的面积 S(如图5)可由下得出： 

 

最后得出全年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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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 CI 值越靠近 1 代表年径流、输沙量在日尺度上越集中分布，也就越集中在一个时间点上，而 CI 越靠近 0 代表越平

均分布。 

2.2 水沙关系曲线 

水沙关系曲线(Rating Curve)用来反映流域产沙特征及河流输沙特性
[28]

,被定义为流量(Q)与悬移质泥沙输沙率(S)间的幂指

数关系，表达形式为： 

 

式中：a 为系数，b 为指数。a 表示流域产流产沙特性，受人类活动等外界因素较大，与水库、农业生产、水土保持工程、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相关[19,29];b 表示河流本身的输沙特性，受水流速度、流量、沙级配比等内部因素影响，与河床形态、河流

剖面有关[15]。a和 b的值表示沙源供应情况和水流影响下的泥沙输移的变化情况[30]。 

2.3 贡献率分析 

流域水沙关系的两类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定量区分两者对水沙变化的贡献率有多种方法，本研究采用

差分法[9]。差分法中，径流率 D表达式为： 

 

式中：D为径流率(万 m3/mm),W 为径流量(万 m3),P 为降水量(mm)。 

令基准期平均径流量为 W1、平均降水量为 P1、径流率为 D1,各变化期的平均径流量为 W2、平均降水量为 P2、径流率为 D2。对

径流 W=D·P取全微分，并以差分的形式表示： 

 

若降水量P不变，则基准期与各变化期的径流量差值 为人类活动影响，若径流率D不变，则

为降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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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令 

 

式中：E为侵蚀率或产沙系数(万 t/mm),Ws为输沙量(万 t),P为降水量(mm)。 

令基准期平均输沙量为 Ws1、平均降水量为 P1、侵蚀率为 E1,各变化期的平均输沙量为 Ws2、平均降水量为 P2、侵蚀率为 E2。

对输沙量 Ws=E·P取全微分，并以差分的形式表示： 

 

若降水量 P不变，则 为人类活动影响，若侵蚀率 E不变，则 为降水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3.1 水沙序列的时间变化特性 

3.1.1 年际尺度 

据小河坝站数据统计显示，涪江流域在1980～2018 年的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得研究区的实测径流量

多年均值为 132.21 亿 m3,输沙量多年均值为 0.118 亿 t。采用 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法[31～34],计算研究期间流域年径流量和年输

沙量的变化趋势，年径流量的|Zc|值为 1.742,β 值为-0.914,呈显著性下降趋势并通过 90%的显著性检验，年输沙量的|Zc|值为

2.565,β值为-0.003,呈显著性下降趋势并通过 95%的显著性检验。 

 

图 2年径流量和年输沙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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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采用双累积曲线法[18,35]来分析长时间尺度下径流和输沙量序列的阶段特性。从小河坝站径流-输沙量双累积曲线(图

3)可以看出，双累积曲线在 1997、2012 年出现转折点，即划分为 1980～1997、1998～2012、2013～2017 年等 3 个典型阶段，

且 3 个阶段的线性拟合趋势线的斜率逐步降低，这与流域内的大型水利、水保工程措施的发生时间基本相符。第 1 个阶段，涪

江所在的嘉陵江流域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作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的一部分，广泛地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

采取了坡改梯、水保田、保土耕作、小型水利水保工程等措施，截止到 2000 年，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 3.3 万 m2,对涪江和

嘉陵江的减沙效果较为显著[8]。第 2个阶段，水沙序列发生突变，这与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有密切联系，从 1998 年起陆续开展

的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曲线斜率，另外该阶段有多个典型拦沙水库建成[36],包括水牛家水库(库容1.4

亿 m3)、富金坝水库(库容 1.5 亿 m3),这些水库能不同程度地拦截部分河流输沙量。第 3个阶段，2013 年 7月，涪江发生大洪水
[37],径流序列急剧增加，同时上游地区芦山地震提供了大量的泥沙来源从而导致当年小河坝观测到的输沙量的迅速增加[38],2013

年后，武都(库容5.7 亿 m
3
)等大(I)型水库的先后运行有效发挥蓄水减沙等功能，使得该阶段曲线斜率有所下降。 

 

图 3径流-输沙量双累积曲线 

3.1.2 月际尺度 

如图 4所示，统计 1980～2017年的月径流量、输沙量数据，利用箱形图分析这两个量的年内分配情况，发现，径流量和输

沙量的年内分配十分集中，每年的 6～10 月为丰水期，就近 39 年的总时段而言，丰水期径流量占全年的 77.18%,同时这一期间

也伴随着大量的泥沙输移，尤其是 7、8、9月最为显著，丰水期输沙量占全年的 89.80%。每年的 12月至 4月为枯水期，尽管缺

乏每年 12～3月的输沙量数据，但是可以从 11月、4月的输沙量情况可以看到，枯水期的输沙量并不充裕。 

 

图 4径流、输沙的年内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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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日际尺度 

在日际尺度里，采用集中度这一概念分析日径流和日输沙量在年内的分配情况。首先，验证洛伦兹曲线能否如实反映径流

集中度的分布情况，基于小河坝站 1998年径流相关数据以及公式(1),将累积径流量百分比和径流天数百分比进行洛伦兹曲线的

拟合，决定系数 R2为 0.98836,符合拟合要求。统计 1980～2018 年径流集中度的洛伦兹曲线，并计算出决定拟合效果的决定系数

R2,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分别为：0.9989、0.9814、0.9950,决定系数 R2的数值接近1。 

1980～2018年的径流、输沙量的集中度 CI值的计算结果见图5。径流和输沙量的 CI均值分别为 0.5 和 0.91,输沙量分布较

径流量更加集中。采用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法进行径流集中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径流和输沙集中度的|Zc|值分别为 0.460

和 0.726,β 值分别为-0.0007 和 0.0003,分别呈不显著下降和不显著上升趋势。径流在年内的分布趋向均匀趋势，而输沙量趋

向更加集中的趋势。 

 

图 5年径流、输沙集中度分布 

特别地，输沙量 CI 值的最大值为 0.99,且在多个年份出现，表示年内输沙主要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以 1998 年为例(如图

6),8 月 21～22 日两天的输沙量约占全年统计量的 71%。流域在总输沙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仍出现集中度增加的现象，表明极端

产沙事件呈现增加趋势，是未来流域水沙管理中应重点加强防护的事件。 

 

图 6极端产沙情况下 1998 年逐日输沙量分布 

3.2 水沙关系的时间变化特性 

3.2.1 水沙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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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8年，涪江流域水沙关系符合幂指数关系(图7),决定系数R2为0.7355。39年间，约有90%的点集中在年输沙量≤0.2

亿 t、年径流量≤180 亿 m3的区域内。在水沙关系曲线中，表征外界影响的因子(a)数值为 3×10-12,表征河流本身输沙能量的因

子(b)数值为4.8694。 

为了解涪江流域 1980～2018年水沙关系曲线中各参数的变化情况，按采用公式(6)计算径流-泥沙特征系数 a和 b值的变化

规律。如图 8 所示，a值在 1980～1997 年的平均值为 5.33×10-6,1998～2012 年的平均值为 1.40×10-4,2013～2018 年的平均值

为3.51×10-4,总体均值为1.10×10-4,并逐年增加；b值在1980～1997年的平均值为2.84,1998～2012年的平均值为2.14,2013～

2018 年的平均值为 1.91,总体均值为 2.43,并逐年下降。经 Mann-Kendall 趋势检验法判断，a 值呈显著性上升趋势并通过 99%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外界人为因素对涪江流域产流产沙特性的影响逐渐增加，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水利水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
[39]

;b 值呈显著性下降趋势并通过99%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河流本身的能量不断减少、河流的输沙能力和输沙特性逐渐降低，

这与水动力因素、来沙综合条件、河道纵比降、土壤可蚀性、断面形态和糙率等内部因素相关[16]。 

 

图 7年径流量-年输沙量的水沙关系曲线 

 

图 8参数 a和 b的变化趋势 

将参数 a和参数 b之间按照 3个时间阶段分析二者关系(图 9)。1980～1997 年，b值大而 a值较小，1998～2012 年，b值减

小，a值增大，2013～2018 年间，b值变化不大而 a值继续增加。a值的持续增加表明外界因素对于涪江流域的影响在逐渐增加，

例如天保工程、涪江水电站、武都水库工程的先后建成等人类活动因素，截止到 2019 年，涪江干支流兴建 10 多个电站、上千

处防洪堤以及多个湿地公园，表明人类活动的影响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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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参数 a和 b的相关性 

3.2.2C-Q 环路曲线 

在洪水场次事件中，C-Q 环路曲线由于水沙关系的峰值滞后现象，会形成不同的 C-Q 环路类型
[40]
,这可以解释泥沙输移过程

在时空方面的联系和泥沙供给在时空方面的来源[41]。分析涪江流域的洪水场次事件，共发现五种 C-Q 环路类型：顺时针环路、

逆时针环路、正“8”字形环路、逆“8”字形环路和线形环路。其中顺时针环路表示河流携带的泥沙增多，含沙量早于径流量

达到峰值，逆时针环路表示河流输沙能力和传播速率降低，径流量早于含沙量达到峰值，正“8”字形环路表示洪水期的环路既

在高径流时表现为逆时针，同时又在低径流时表现为顺时针，代表平缓且长久的泥沙，逆“8”字形环路代表短而急促的泥沙，

与正“8”字形环路相反，两者是径流和泥沙的输移时间不同步造成的；线形环路代表径流量和含沙量的输移时间和变化比例同

步。五种环路曲线见图 10所示。 

经统计，涪江流域在 1980～2018 年间的洪峰总量(4～11 月)为 234 个，三个不同时段的洪峰数分别为125 个、77个、32个。

分别计算三个时段内不同 C-Q 环路所占的洪水场次比例，结果如表 1所示。在全时段内，C-Q 环路以顺时针环路为主，该环路呈

下降趋势，表明支流供给更多沉积物的能力减弱，导致泥沙早于径流达到峰值的频率下降，这与图 8 中参数 a 的上升趋势相对

应，外界人为因素对涪江流域产流产沙特性的干预力度加强，使得泥沙来源减少；逆时针环路呈上升趋势，表明流域的泥沙输

送能力下降，导致泥沙晚于径流达到峰值的频率增大，这与图 8 中参数 b 的下降趋势相对应，即河流本身的输沙能力影响逐渐

减弱，河流能量下降，沉积物的传播速率下降；“8”字形环路呈上升趋势，表明平缓长久和短暂急促的泥沙类型均有所增加；

线形环路为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综上可得，各环路所占比例为顺时针>逆时针>“8”字形>线形环路。 

3.3 水沙变化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分析 

本研究采用差分法来定量计算各时段内降水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对该流域径流、输沙的影响程度。根据式(7)、(8)和(9)、

(10),以 1980～1997 年的径流量、输沙量和降水量为基准，分别计算 1998～2012、2013～2017年两个阶段内降水因素和人类活

动因素对径流量、输沙量的影响程度。 

首先在径流方面，1998～2012年，降水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径流量为 23656.1 万 m3,人类活动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径流量为

146429.9 万 m
3
,两者总共减少 170086 万 m

3
,并且降水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各占 13.91%、86.09%;2013～2017年，降水因素影响减

少的年均径流量为 34584.3 万 m3,人类活动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径流量为274315.3万 m3,两者总共减少 308899.6 万 m3,并且降水

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各占 11.20%、88.80%。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第一个阶段，还是在第二个阶段，涪江流域开发利用率都较高，

人类的生产活动较多，对径流产生较大影响，是径流减少的主要因素。其次在输沙量方面，1998～2012 年，降水因素影响减少

的年均输沙量为 24.5 万 t,人类活动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输沙量为 844.8 万 t,两者总共减少 869.3 万 t,并且降水因素和人类活

动因素各占 2.81%、97.19%;2013～2017 年，降水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输沙量为 17.8 万 t,人类活动因素影响减少的年均输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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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3.2 万 t,两者总共减少 621 万 t,并且降水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各占 2.87%、97.13%。尽管人类活动因素对输沙量减少的贡

献率略微下降，但是在每个变化期，人类活动因素一直是输沙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占主导地位。 

 

图 10 五种 C-Q环路类型及其水沙趋势 

表 1不同时段 C-Q环路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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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 顺时针 逆时针 逆“8”字形 正“8”字形 线形 

1980～1997 50.4 27.2 8.8 11.2 2.4 

1998～2012 44.2 28.6 11.7 15.5 0 

2013～2018 40.6 31.3 12.5 15.6 0 

 

4 结论 

通过涪江流域 1980～2018 年径流量、输沙量数据，分析水沙序列和水沙关系在多时间尺度下的基本特性，并深入研究水沙

变化的驱动因素和贡献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涪江的年径流量、年输沙量均呈显著下降趋势，采用双累积曲线，发现突变年份，并将水沙时间序列分成 3个阶段(1980～

1997、1998～2012、2013～2018 年)。另外从月尺度和日尺度上，分别了解流域水沙的年内分配情况，发现流域径流和输沙量主

要发生在 7、8、9月，并且极端产沙事件呈现一定的增加趋势。 

(2)从水沙关系曲线的角度来看，外界影响因子(a)呈显著上升趋势，河流输沙能力因子(b)呈显著下降趋势，说明外界因素

对流域的影响逐渐增加，河流的输沙能力逐渐降低。从水沙环路曲线的角度来看，典型洪水场次下呈五种环路类型：顺时针、

逆时针、正“8”字形、逆“8”字形和线形，其中，“8”字形环路和线形环路出现频次相对较少，水沙关系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并以顺时针环路为主，表明河流携带更多泥沙量的能力减弱，逆时针环路其次，表明流域内泥沙输送能力下降。结合水沙关系

曲线，顺时针环路的下降和逆时针环路的上升，分别对应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等外界因素(a)的增加和河流输沙能力(b)的降低。 

(3)通过差分法来量化影响流域水沙变化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两个因素，发现无论是对年径流量还是对年输沙量，人类活

动因素始终是涪江流域水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占主导地位。 

针对涪江流域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对于科学理解当前流域水沙关系特性和驱动因素以及未来水沙优化调控等具有重要意义，

并为减少下游水库泥沙淤积、开展下游河流治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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